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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文化互动中的身份建构
———以三部蒙古族影片为考察对象∗

邹华芬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新世纪以来,由本族导演创作的蒙古族影片愈发彰显出强烈的族群身份意识,既有对本族文化的深切认

同,也有面对全球化冲击的无奈、苦痛与惆怅。蒙古族导演的身份意识也显示出个体差异性,这种差异,既来自

于渗透、移植、杂糅、互补的文化互动,又受制于导演生活和经历的多元背景。个体差异的凸显,是少数民族题材

电影的生命力所在。蒙古族内部的多元影像叙事,正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趋向成熟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身份意识;影像叙事;文化互动

中图分类号:J9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0)04-0144-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C751074)

作者简介:邹华芬(1977-),女,湖南双峰人,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

　　人类学研究越来越倾向用“文化持有者”的主体(emic)

表达来补充异族研究者不自觉的客体/他者(etic)的体认,

文化持有者以其对于所在文化的天然优势而备受重视。同

样,在电影领域,少数民族导演因为其自在的文化身份而具

有了对于本族题材影片创作的优势,也天然地承担了诸多

对于多元文化传承的期待和关注。全球化既推进了全球同

一的进程,也强化了各民族/族群的差异化意识。多民族国

家内的少数民族导演,在全球化冲击下如何展开异质化的

影像叙事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本文三部蒙古族影

片为考察对象,以蒙古族导演为个案,探讨多民族国家内部

少数民族导演身份意识之异同。

一、共同地带中的身份自觉

蒙古族题材影片是我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重要组成

部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内蒙人民

的胜利》(1950)就是蒙古族题材。而且,至目前为止,蒙古

族导演已经是我国少数民族导演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依托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已经形成了以葛根塔娜、塞夫、麦
丽丝、宁才、哈斯朝鲁、卓格赫等为代表的比较稳定的蒙古

族导演梯队,选择蒙古族影片作为考察对象具有相当的代

表性。这三部影片皆出产于新世纪之后,可以算作同时期

的作品;导演都具有蒙古族身份:《天上草原》出自塞夫和麦

丽丝之手,《季风中的马》是宁才的作品,《长调》则来自有

“新锐导演”之称的哈斯朝鲁;三部作品都属于现实题材,都

有着日常化叙事的结构,也都获得了相当不错的反响。可

以说,三部影片多重的趋同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共同地

带”,构筑出了一个清晰的比较平台,提供了基于影像叙事

背后身份意识考察的可行性。

《天上草原》是塞夫和麦丽丝的转型之作。这对配合默

契的夫妻档导演曾以《骑士风云》、《东归英雄传》、《悲情布

鲁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凸显出的强烈视觉风格而创造

出了一种契合蒙古族精神的“马上动作片”。而2002年推

出的《天上草原》则一反之前“马上动作”的壮怀激烈,转向

了舒缓内在的抒情节奏。影片以一个八岁的汉族小男孩虎

子的视角展开叙事,以他来到草原、理解草原到离开草原的

感情发展为线索,以成年后虎子的回忆为框架,展现了草原

围猎、送别、婚礼等风情民俗,同时也展示了蒙古族对待生

命的豁达与乐观。由对历史的追寻重构、对英雄的传诵与

想象转向对草原上蒙古人们现实生活的关注,塞夫认为他

们在这种现实题材上投入了更多的情感,“我们是蒙古族,

拍的是蒙古题材,用的是蒙古族演员,说的是蒙语,我们是

非常投入的,甚至比历史题材影片更加投入,因为它更贴近

于我们的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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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中的马》讲述了一个因为草原沙化、牧民不得不

离开世代居住的草原,迁往城镇的故事。影片以牧民乌日

根的心理为主线,着意展现他不得不离开草原的苦痛与无

奈。在影片中身兼编、导、演三职的宁才多次强调《季风中

的马》的创作是出自于他对现代化冲击下牧民内心的了解,

面对媒体,也多次谈及牧民面对生活方式颠覆的极其无助。
《季风中的马》将牧民面对现代商业文明的无助与孤独表现

得极其有力,这种无助与孤独或许还融入了宁才自身的体

验,他曾这样阐释自己的“草原情结”:“在北京生活、工作有

一种很累的感觉。我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在退休后能在

草原上生活。……在草原上,我有莫名其妙的情怀。”[2]

《长调》是哈斯朝鲁的新作,他曾因为创作非少数民族

题材的《剃头匠》而备受关注。这一次,哈斯朝鲁以蒙古族

特有的民歌“长调”为自己重回家乡所拍的新作命名,实际

上已经表明了导演基于蒙古族文化的身份立场。和《天上

草原》、《季风中的马》一样,影片讲述的也是一个并不以情

节取胜的故事:在北京发展的长调歌唱家其其格在丈夫车

祸去世之后突然失声,重归草原疗治伤痛,和老额吉一起为

失去妈妈的小骆驼寻找母驼,在古老的劝奶歌中,其其格终

于能缓慢地发出声音了。哈斯朝鲁将这部影片称为“长调”

的挽歌:“影片意图不在音配画地展示蒙古长调,而是用电

影阐释它背后的深层文化,有更多深远的文化危机,爱莫能

助,我很惆怅。”[3]

很明显,在这三部影片中,导演们都体现出了鲜明的身

份自觉以及对本族文化的强烈认同,表现出了对于本族文

化的自然维护与天然担当。相对来说,人物的设置、细节的

把握、民族精神特质都更为贴近日常“真实”。三部影片都

通过极富族群特色的长调和标志性的草原民俗构筑差异性

的影像空间。同样,三部影片也都不约而同地塑造了“面冷

心热”的蒙古族人形象。三位导演都在不同场合表示过蒙

古族人的精神特质不在语言,而在于行动力。《天上草原》

中的雪日干、《季风中的马》中的乌日根、《长调》中的巴图、

其其格在影片中都是话语不多的人。这一点和汉族导演拍

摄的蒙古族题材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

二、身份间离与乌托邦想象

同样都出自蒙古族导演之手,也同样都有着鲜明的身

份意识,但考察其内在的影像风格和视角,却仍可见出身份

的杂糅与差异。

塞夫和麦丽丝以游子的身份重归草原,在导演们深切

爱恋的目光下,草原完美得宛若理想中的天堂。《天上草

原》以一个外族孩子的视角叙说草原以及父辈的情感,异族

目光的设置突出了仪式化的草原景观,镜头前由绿色、黄
色、白色组合起来的美丽草原,来自于导演塞夫有意的拼

接。[1]《天上草原》中的草原就像是一个传说中的梦境,有着

极致的美丽,完美的光线、乐观豁达的人们,清晰地表露出

导演对于草原的深切爱恋。麦丽丝坦言:“真正蒙古族自身

的那些东西,与我们的影片并不一样。我们是在我们喜欢

什么 的 前 提 下,来 拍 摄 蒙 古 族 的 山 川 河 流 和 文 化 形 貌

的”。[4]很显然,塞夫和麦丽丝对草原文化的展现融合了自

我想象的激情在内。
《天上草原》中异族目光的设置以及过于美化的草原视

觉或许和导演的身份、成长经历有着重要的关系。塞夫和

麦丽丝的身份都是蒙古族,但都没有在草原上土生土长。

塞夫和麦丽丝都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在呼和浩特长大,分
别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和吉林大学,直到拍片之后才回到草

原。这样的家庭气氛和成长经历其实是有点远离草原的。

可以说,作为在汉族文化圈中长大的蒙古族人,塞夫和麦丽

丝是在重回草原后才焕发出强烈的身份意识的。在某种意

义上,这种身份的苏醒和召唤正和虎子的情感变化相对应。

虎子对草原、对阿爸也经历了从抗拒到接受的过程。《天上

草原》中,一直失语的虎子在夺得赛马冠军之后开口喊出的

第一句话是“腾格里”,这一情节的设置不仅象征着虎子对

草原文化的认同,同时也展现了创作者对于“腾格里叔叔”

的特殊情怀。以草原民族代代尊崇的“腾格里”为名,清楚

表明了创作者对于这个年轻人的钟爱,他在嫂子宝日玛的

照顾下逐渐长大成人,不仅有着蒙古族汉子的勇敢与真挚,

还有着雪日干不曾具备的体贴和细腻。影片对“腾格里”的
塑造寄予着蒙古族身份的创作者对于理想族群性格的想

象,某种近乎乌托邦的爱恋。

出入两种文化圈的经历让导演的身份有了更多复杂的

意味。草原唤醒了血缘意义上的所有想象,在认祖归宗的

游子面前,家园神圣得宛若理想的天堂。然而,离开草原的

腾格里致残了(导演给了腾格里致残事件一个想象的事由:

他在火灾中因救人而被烧伤),他在重回草原之后又悄然离

去,美丽的天上草原终究只是一个想象中的美好家园,无法

直面现实的残酷。在《天上草原》中,美丽的草原近乎一个

封闭的空间,出狱的雪日干在这里可以疗治伤痛,失语的异

族孩子在这里可以重获力量,离开这里的腾格里却只能遭

受伤痛,影片构筑的“天上草原”远离现代文明的侵扰,恍若

传说中的世外桃源。唯一契合现实情境的是影片对于腾格

里受伤的设置,可以略微见出创作者对外族世界的些微警

惕、对族群文化逐渐残缺的忧伤以及对美好家园的固守。

在城市里长大的塞夫和麦丽丝,在本族观众的眼里也

有着与草原本土文化身份的内在区别。内蒙古财经学院的

苏林娜和包英格就指出不能认同《天上草原》中虎子上学后

因为不会说话遭到欺负以及腾格里被烧伤后不认家人的情

节设置,在他们看来,蒙古文化中生死由天的意识让他们能

坦然直面残缺。这两位蒙古族学者指出“这些场景在煽情

上很奏效,但是与表现民族文化深层含义的构思意图脱

节。”[5]客观地说,这种指责或许有着个体差异以及草原区

域文化不同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塞夫和麦丽丝作为在

汉文化圈成长的蒙古族,在草原上土生土长的本族人看来,

他们身上的双重身份既有利于将蒙古族文化推向主流文化

圈,但没有生长于斯的体验终究容易导致对本族文化的部

分隔膜。尽管这种隔膜,相对于其他异族导演拍摄的蒙古

族题材电影来说,或许已经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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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份坚守与现代性焦虑

相对于《天上草原》,《季风中的马》褪去了笼罩在草原

上的理想光芒,但同样饱含深情。这种深情,以影片主人公

乌日根对家园的坚守,以其对现代化近乎抗拒的苦痛展现

出来。不同于塞夫和麦丽丝在《天上草原》中刻意的景观美

化,《季风中的马》表现出了非常冷静的影像风格,没有刻意

穿插的民俗(求雨、放生、离开家园告别火神都自然融入叙

事之中,并且都简单明了,减少了民俗的仪式化色彩),只有

沉稳朴实的叙事,甚或还有一种直面现实的残酷。影片的

开头,镜头横移而出的是一片苍茫的灰黄,伴随呼啸的风

声,塞夫和麦丽丝镜头下优美如油画般的草原在这里几成

荒漠,在荒漠中吟唱舞动求雨的乌日根在长镜头的注视下

显得孤独而又绝望。

同样,不同于《天上草原》对现代文明的逃避和微妙的

警惕,《季风中的马》中的现代化以一种近乎入侵的姿势冲

击草原:敲着大鼓的秧歌广告队冲进了英吉德玛家的蒙古

包前,震天动地的锣鼓声让英吉德玛仓惶地捂上了耳朵,同
样喧闹的还有乌日根进城所看到的酒吧,不过乌日根无法

捂住自己的眼睛,他忍痛卖掉的大白马萨日拉正戴着乳罩、

被半裸的酒吧女郎骑在背上。曾经带给乌日根荣誉与爱情

的大白马被作为无用的道具戏弄,在乌日根或者也是在导

演宁才的心中,同样受辱的或许更是脆弱的游牧文明。塞

夫和麦丽丝偏爱用用各种镜头去突出马奔跑中的美感,用
最好的光线,选择最雄壮有力的马匹,展现一个强大而又生

机盎然的蒙古文化。但在《季风中的马》中,大白马萨日拉

大部分时间都是温顺地甚至有点无精打采地被栓在蒙古包

前光秃秃的树桩上,即使是在喧闹的城市酒吧被半裸的酒

吧女郎骑在背上,萨日拉仍是温顺无比,远没有塞夫和麦丽

丝镜头下的雄姿。唯一一次的大动作,是被秧歌队的鼓声

惊得几欲脱缰而去,可紧接着就被铁丝网缠倒在地。影片

的最后,被乌日根放生的大白马也并没有获得如大家所愿

的自由,而是孤独地缓缓独行在柏油大道上。曾经获得六

次赛马冠军的大白马萨日拉再也无法重现昔日奔跑的辉

煌,因为,在它的世界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草原让它飞奔。

影片第一次尖锐地表现了古老族群文化与现代文明甚

至国家体制的冲突,这样的冲突通过影像的展现甚至有着

超出创作者意料之外的尖锐,城市的杂乱无章,突兀而出的

锣鼓广告更像是一种对草原的反客为主,摇晃镜头下的乌

日根在安装铁丝网的民工群殴中显得渺小而又委屈。应该

说,影片的尖锐或许和宁才作为普通蒙古族人的情感体验

有关。宁才是土生土长的蒙古族人,在1983年进入上海戏

剧学院学习以前,一直生活在内蒙科尔沁草原上,对普通牧

民生活有着更为切身的关注。成长于汉文化圈的塞夫和麦

丽丝重回草原拍片后有一个蒙古族身份苏醒和重构的过

程,这种苏醒和重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对民族英雄的

影像重现来得以完成。这或许也可以解释塞夫和麦丽丝在

拍了4部非常有影响的马背英雄影片之后转向了日常化的

牧民生活的内在原因,在通过追寻英雄记忆完成身份的确

认和强化后,塞夫和麦丽丝将目光投向现实的牧民生活正

是身份意识日益自然化的结果。对于宁才来说,蒙古族身

份根本不需要确认和召唤,这种意识从一开始就清晰地在

他的血液中跃动,汉文化圈的教育经历不过是让他的身份

意识更为强化而已。他的立足点是在失落的牧民这边,情
感的投入让他很难选择客观。

尽管在影片的最后,穿惯蒙古袍的乌日根换上了城市

中常见的服饰缓缓走在去往城市的宽阔大道上,但在镜头

的注视下,牛车边换过服饰后的乌日根显得不伦不类,更象

是一种对现代文明的嘲弄。在现代文明中成长起来的研究

者或许很难理解宁才的苦心,在中国电影家协会主持的《季
风中的马》观摩研讨会上,就有几位研究者就影片中对现代

文明的抵触表现出了较大的不认同。对此,同为蒙古族的

影片主演娜仁花的解释是,只想把自己的感受传递给观众,

没想说哪个对哪个错。但这种感受,通过影像表达,却清晰

地显露出了蒙古族身份的创作者强烈的主观判断,呈现了

游牧文明在现代商业文明冲击下的苦痛与无奈,某种不言

自明的警惕和委屈。

四、身份重构与现实生长点

没有《天上草原》中完美光线映衬出的美丽草原,也没

有《季风中的马》中的挣扎与苦痛,《长调》安静得如同纪录,

导演并没有刻意选择一处完美的草原作为背景,也没有设

置强烈的情节冲突,而是平静地展露了一次回归之旅,并由

此直接裸露出内蒙的另一种真实:另一处近乎沙漠的地理

真实。

不同于《天上草原》、《季风中的马》对“马”的强调,哈斯

朝鲁在《长调》中以“骆驼”作为蒙古族文化的另一种表征。

“马”虽然也被作为游牧文明的表征出现,但没有作为表现

重点。其其格的丈夫为了要让一匹想家的马回归草原,决
定动用积蓄将马买下来,却在这期间因为车祸意外去世。

影片只是用画外音旁白交代其其格完成了丈夫的遗愿,把
马买下来送回了草原,“马”就再也没有在影片中出现,取而

代之的是“骆驼”。如果说“马”代表了蒙古族征战天下的热

血奔腾,那么,稳重沉默的“骆驼”则表征了蒙古族人身上沉

默内敛的一面。

如《季风中的马》一样,《长调》也有现代商业文明与游

牧文明的对立。在其其格的回归之旅中,影片多声部地插

入了草原文明的日渐远离:卖骆驼肉的小店,现代流行歌舞

的盛行,卡车司机的恶搞长调,即便是回到家乡,也会碰到

好奇的外国旅行者寻找传说中的成吉思汗,还有只会唱“嘻

唰唰”的蒙古族小姑娘。同质化的现代文明已经开始抹除

传统文明的痕迹,影片中其其格丈夫的死去,就是现代性的

象征之一汽车所制造的。但是,不同于《季风中的马》中乌

日根反复强调的“鱼是鱼,马是马”的苦痛,《长调》中导演哈

斯朝鲁的处理相当温和,即使有苦痛,也开始用微笑来面

对。其其格在卡车司机恶搞她视之为生命的长调时也只是

叫“停车”,没有怒斥。在路途的旅店中,听窗外广场上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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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手夸张走调的歌声,其其格只是安静地把窗户关上,

即便是面对那个唱着“嘻唰唰”的蒙古族小姑娘,其其格也

仍然在微笑,不宣判,也不指责。如果说《季风中的马》突出

的是游牧文明在现代商业文明冲击下的苦痛与无助,甚至

有某种不言自明的警惕与委屈,那么,《长调》中,就多了一

份理解和宽容。即便是视为生命的长调被卡车司机恶搞的

时候,其其格也只有不能忍受的愤怒,却没有形之于色的鄙

视。这种姿态,让影片少了《季风中的马》过于突出的锐利,

多了直面未来寻求发展的主动。《季风中的马》中的乌日根

还只是苦痛而又无可奈何的选择,哈斯朝鲁却在《长调》中
注入了更多希望的色彩,就像他在影片中独创出用管弦乐

给长调伴奏的场面一样,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活在古老的

传统中,民族要发展,民族文化更要吸收其他的新鲜血液。

被称为新锐导演同时还有着蒙古族身份的哈斯朝鲁对游牧

文明同样有着深切的眷恋,只是在保留这种眷恋的同时,他
已经能以更宽容的心态去面对未来,一种积极的建构姿态。

这可能和哈斯朝鲁更多接触汉文化圈的文明有关系。1966
年出生的哈斯朝鲁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人,1989年毕业于

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汉文化教育,

他意识到并接受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一个古老的文明必须

要吸收新鲜血液才能继续发展,当然,在另一方面,或许也

意味着成长于城市的哈斯朝鲁对于牧民的苦痛没有如宁才

那样感同身受。哈斯朝鲁甚至以更为宽容的心态对待一直

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被视为禁忌的“奇观”,《长调》中其其

格在回归草原的途中被邀请去参加蒙古族的婚礼,有着和

塞夫在《天上草原》中一样有意的民俗和风光展览。哈斯朝

鲁坦言,他这种做的意图本来就是为了展览,为了让更多的

人了解蒙古族民俗。[6]这样坦然的心态,一方面来源自己对

本族题材影片的发言权的自信,另一方面,还应该来自哈斯

朝鲁个体性的身份意识。哈斯朝鲁的创作阵地并不限于草

原,当笔者问及他有没有考虑过以后拍其他民族的电影时,

他的回答是:“我不会给自己设命题。什么东西触动了我、

感动了我,我就会去拍。都是中国人,都是大中华民族,作
为导演,没有必要过分纠缠自我民族的东西,做那种狭隘的

民族主义。”[6]相对于塞夫、麦丽丝尤其是宁才对于自我族

群身份的强调,哈斯朝鲁对于自己的族群身份相对弱化,这
可能也是他为什么能以更为开放的心态来对待现代化冲击

的原因所在。哈斯朝鲁坦言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逐渐成熟

和清醒的过程,相对于最开始拍的《珠拉的故事》(2000),哈
斯朝鲁认为《长调》中自己对蒙古族身份的认识要更为清

醒。可以说,哈斯朝鲁的身份意识也有一个苏醒的过程,在
汉文化圈长大的塞夫和麦丽丝是在重归草原的过程中通过

影像寻根,哈斯朝鲁则是在城市长大,在一个蒙汉混杂的文

化圈长大,他不需要影像寻根,但需要时间苏醒。

上述对三部蒙古族影片《天上草原》、《季风中的马》、
《长调》的对比分析表明,本族导演往往都表现出了一种对

于本族文化传承的天然担当,体现出对本族文化的强烈认

同。但作为一个群体,少数民族导演的创作仍然显示出个

体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既来自于渗透、移植、杂糅、互补的

文化互动,又受制于导演生活和经历的多元背景。个体差

异的凸显,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命力所在。少数民族

内部的差异性,更是差异化的深层动力。蒙古族内部的多

元影像叙事,正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趋向成熟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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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ConstructioninCulturalInteraction:
aCaseStudyofThreeMongolianFilms

ZOU Hua-fen
(CollegeofLiberalArts,Sou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Chengdu,Sichuan610041,China)

Abstract:Inthenewcentury,theMongolianfilmsdirectedbyMongoliandirectorsreflectastrongna-
tionalityidentityconsciousness,whichcoverstheprofoundunderstandingofMongoliancultureandthe
helplessness,miseryand melancholyconfrontedwiththechallengeofglobalization.Theidentitycon-
sciousnessofMongoliandirectorsdiffersindividually,whichoriginatesfrominfiltration,transplant,mix-
tureandcomplementaryculturalinteraction,aswellasthelifeexperienceanddiversifiedbackgroundsof
thedirectors.Thediversityisthevitalityoffilmsconcernedwithnationalitythemes.Themultiplicityof
perspectivesinMongolianfilmsisamajorreflectionofthematurityofethnicfilms.
Keywords:identityconsciousness;filmnarrative;culturalinteraction

741


